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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山东省棉花种植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

刘照峰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着力改变我国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林牧比例失调的状况。山东省作为
全国主要产棉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棉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粮棉矛盾等问题，棉花生产一度陷入困
局，生产发展迟滞，供需矛盾突出。１９７９年后，山东省逐步确立了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并
且调整了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辅之以其他因素，共同促成１９８０年棉花特大丰收。但是，１９８０年
粮食产量下降，致使传统粮棉矛盾在１９８１年年初再次凸显。但在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新的政策环境和政治生
态里，中共中央决定扩充粮食进口规模作为调节手段，山东省也坚持改革方针不动摇，最终实现了粮棉双丰
收，顺利化解新的问题。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山东省棉花生产方面的政策调整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农业生产结构
调整的一个缩影，对当前乡村产业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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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不仅给中国带来农业生产的 “超常规增长”，而且凝聚了改

革共识、推动了改革全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核

心要旨，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制度基础，是故，许多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

及其成效上。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产增收起到重要作用的农业生产结构调

整问题，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多着

意于调整后的结果，而对实际调整过程着墨不多。② 基于此，本文尝试挖掘、利用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

章丘区等各级档案馆档案史料，结合相关已刊资料，围绕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１年山东省棉花种植政策调整过程，

对曾受到全国瞩目的 “山东省棉花大丰收”的前因后果做一专门研究，以期丰富、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初期

农村改革 “政策逻辑”的理解。

一、改革开放前山东省棉花生产的困局

山东植棉始于元代，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至明、清时期已有相当之规模。③ 高唐县和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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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因植棉闻名，素有 “金高唐”“银夏津”美誉。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一直是全国主要产棉区之一，其滨

县杨柳雪大队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 “棉区的一面红旗”①。就地理区域分布而言，鲁西北和胶莱平原棉区是

山东省两大主要棉区。鲁西北平原棉区主要分布在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和济宁西部地区。胶莱平原棉区

主要分布在昌潍地区。

由于生产关系和物质条件落后及战争破坏，山东省１９４９年皮棉总产仅有１６２．０９万担。② 新中国成立

后，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山东省皮棉总产于１９５２年达到３３８．８８万担，１９５６年达到４３４．４８万担，但由于
“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破坏，直至１９６７年，皮棉总产才达到４３６．３万担，恢复到１９５６年的水

平。山东皮棉总产于１９７０年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５４６．４３万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改革前的皮棉

总产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水平，１９７８年仅有３０８．２２万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粮棉矛盾和棉花政

策不尽合理是两个关键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黄河流域棉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为五大棉区③ 之首。然而由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后北方粮食紧张，全国粮食格局一度出现 “南粮北调”局面。７０年代初，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提出了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强调北方要实现粮食自给。在粮食自给压力下，黄河流域棉区普遍出现
“重粮轻棉”，粮棉争面积、争劳力、争肥料的问题，棉花生产发展缓慢；而长江流域棉区因粮食供应较好，

粮棉矛盾相对较少，棉花生产发展很快。④

如果说全国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南粮北调”，那么山东省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基本问题

则是 “东粮西调”⑤。尽管在１９７０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时，山东省已经 “初步做到了粮食自给”⑥，但

山东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粮食生产并不平衡，正如山东省革委指出的，“东粮西调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⑦

１９７０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山东省开始着重解决鲁西北四区粮食自给问题。鲁西北四区是传统棉区，此

时既要实现粮食自给，也要完成种植棉花的任务。类似于杨柳雪的少数大队可以实现粮棉双丰收，但是大

多数生产单位却难以做到。很多生产单位为了粮食上纲要，有的提出了 “向棉田要粮”的口号，有的出现

了 “面积上挤，肥料上挪，劳力上拉，管理上松”的现象。⑧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山东省的植棉面积由１９７０
年的１０５１．２万亩降至１９７８年的９４１．２万亩。⑨ 鲁西北四区植棉面积下降更为明显，比如德州地区植棉面积

由１９７０年２１１．８万亩降至１９７８年的１６１．６万亩�10，下降了２３．７％。

由于重粮轻棉，对棉农植棉积极性影响最大的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并不尽合理，有时还得不

到有效落实。根据１９７０年国务院关于棉农口粮的规定，“棉农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11 这一规定对

保证棉农口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重粮轻棉的大环境下，在实际落实时，棉农口粮仍可能得不到保证。

例如，按照山东省革委的政策规定，１９７８年要兑现粮食三亿一千万斤，结果各地从农村的统销粮中仅兑现

一亿四千万斤，还差一亿七千万斤。山东省粮食局提出 “因粮食年度已到，再加即将麦收，不再兑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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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区的一面红旗———记山东省滨县杨柳雪大队紧跟毛主席创造棉粮双高产的事迹》，《人民日报》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４日。

本段棉花产量数据均参照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１９８４），内部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２至１１３页。

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冯泽芳将中国棉区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和华南５个棉区。

朱启荣：《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页。

“东粮西调”指把东部烟台、昌潍等地的粮食调至西部的鲁西北四区，即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四个地区。

《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５８－１９８１）》（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８８７页。

《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档号０００６－

００３－０５２１－００３，章丘区档案馆藏。

《全省棉花花生烤烟大麻工作会议纪要》（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档号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３８８－００９，章丘区档案馆藏。

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１９８４），内部资料，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７页。

山东省德州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德州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２，１９６页。

中共中央批转 《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节录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４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资

料室：《农村政策文件选编》（三），内部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１８页。



地纷纷表示不满，要求 “坚决兑现，否则影响种棉积极性”。① 尽管如此，山东省粮食局仍以粮食不宽裕为

由仅兑现了三千六百万斤。

此外，由于棉花收购价格较低，植棉显得不划算，棉农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难以调动起群众的植

棉积极性。下表反映了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粮棉作物比价情况。

表１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粮棉作物比价情况表
（以粮食为交换品，数量为１００）

被交换品
被交换品比价率 （％）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棉花 （皮棉） １０．０３　 １２．４７　 １１．５５　 １４．３８　 １１．８６　 １３．１７　 １２．９６　 １２．６０

　　注：计算公式：比价率＝粮食加权综合平均收购价格／被交换品综合平均收购价格＊１００

资料来源：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物价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６６页。

一般认为，１９６５年的 “棉粮比价比较适宜”，此时北方棉花、小麦为 “一比八点八”。② 上表反映出１９７０
年至１９７８年的粮棉比价高于１９６５年，这意味着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的棉花价格偏低。

总之，由于粮棉矛盾以及相应的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不尽合理，改革前的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８年的

棉花生产陷入困境，也对山东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棉花产量满足不了本省纺织工业

的需要。山东省１９７６年需要调入棉花１７０多万担，１９７７年仍需要大致相等数量的棉花。③ 另一方面，鲁西

北四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落后地区，１９７７年社员人均分配仅有四十元。④ 不过，我们也须注意到山东棉

花在这一时期并非乏善可陈。山东省棉花研究所于１９７６年选育成功的鲁棉一号，将对解决原有棉种不适

应山东气候的问题，促成山东省改革开放初期的棉花大丰收起到重要作用。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棉花方针政策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逐步对棉花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山东省迎来了棉花

连年丰收，棉区人民生活也因此得到极大改善。“要发家，种棉花”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鲁西北农民的共同

记忆。

为了扭转失衡的农业生产结构，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

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⑤ 这一方针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就山东省而

言，除棉花外，另一重要经济作物花生１９７８年的总产为９．３９亿公斤，同样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１２．８３亿公

斤。⑥ 故而，秦和珍⑦ 指出，各地在安排农业生产计划时，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于种粮食的就

多种粮食，适合于种棉花的就多种棉花，适合于种花生的就多种花生”。⑧

与种植方针的转变相适应，山东省植棉政策也得到调整。一方面，山东省提高了棉农的口粮标准，最

低为人均３６５斤。以生产队为单位，凡每人向国家提供皮棉２０斤的，“口粮保证３８０斤”；超过２０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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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上），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４页。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档号０００５－００４－０４０３－００２，莱阳市档案馆藏。

《关于批转〈鲁西北四区农业发展规划 （草案）〉的通知》（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９日），档号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３９８－０１４，章丘区档案馆

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内部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农业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２４页。

秦和珍于１９７７年１月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常务副省长。

《秦和珍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０日），档号０００９－００２－０２３８－００２，菏泽市档案馆藏。



“每多交售１斤皮棉增加口粮４斤”；棉农口粮如果本队不能解决，“要列入国家统销指标，保证供应”。①

鉴于主要的植棉区惠民、德州、聊城、菏泽地区１９７８年人均口粮分别为３５８斤、３５２斤、３７１斤和３４４斤②，均

低于３８０斤口粮标准。因而这一口粮政策能够满足大多数棉农的要求。另一方面，山东省棉花收购价格在

１９７８年提高１１％的基础上，１９７９年又提高了２０％，③ 而且各地在完成交售任务 （以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８年三年

平均收购量作为基数）后，超售部分加价３０％。④ 棉花收购价格提高幅度并不小。然而，与此同时，粮食

收购价格也提高了２０％，超售部分加价５０％。群众普遍反映 “种棉还是不如种粮”，因而不愿意种棉花，

比如 “临邑县计划植棉面积十万亩，目前真正落实的只有七万亩，有个支部书记说，‘撤了我的职也不种棉

花’”。⑤

总之，尽管棉农口粮能够基本满足棉农需要，但此时新方针针对性稍显不足，棉花收购价格未尽合理。

１９７９年初，一些地方仍然出现 “抓棉花生产决心不大，劲头不足，种植面积减少的倾向”⑥。为了把这种倾

向扭转过来，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李振在棉花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干部要提高认识，批评了那些 “专算小

账，认为种棉花划不来，就不想种了”的做法。⑦ 山东省委强调政治觉悟的做法既从侧面反映了种棉花还

并不划算，又反映了其对群众物质利益关注不足。由此观之，１９７９年山东省棉花种植形势并不乐观。

在各个植棉区中，聊城地区先行一步，率先取得突破。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１日，聊城地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

提出，本地区 “发展农业应该重点抓好棉花”，并请求省里帮助解决粮食包购任务、生产队陈欠贷款、棉花生

产资金、农药和机械问题以及棉花机械化试点等五个方面的实际问题。⑧ ７月３１日，聊城地委书记明确提

出 “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⑨的棉区发展方针。此时，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均坚持 “以粮为纲”前提下

的 “因地制宜”，故而，聊城地委在地区范围内明确提出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仍需要相当的

政治勇气。关于这一方针，聊城地区内各方面的意见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人担心扩大了棉田，保不住粮

食；有人则担心资金、肥料有限以及群众植棉技术不适应等问题。面对群众和干部的顾虑，聊城地委没有

急于要求各地扩大面积，只是强调 “把过去历年种不足的１８０万亩棉田种足，并在水、肥资金上予以保

证”。�10

新方针在争议中仍然贯彻下去，当年即取得良好成效。至１９７９年底，“全区一百八十万亩棉花，单产

和总产都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左右……全区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可由去年的四十六元增加到六十元；社

员口粮可由去年的三百七十一斤，增加到四百斤”。�11 临清县因为种棉花，全县社员 “每人平均分配比上年

增加三十元”。�12 东阿县古官屯公社土地盐碱涝洼，自然条件很差，多年来是全县倒数第一，１９７９年 “一鸣

惊人”，“全社八千一百亩棉花，由去年亩产３６斤，一下增到１３９斤，总产达到１１３万担 （笔者注：原文数

据有误，应为１．１３万担），等于前七年全社棉花的总产量”。�13 而山东省１９７９年皮棉总产仍旧较低，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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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档号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７，泰安市档案馆藏。

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上），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山东省贯彻中央〔１９７９〕４号、５号文件的情况》（１９７９年３月３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１，山东省档案馆藏。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档号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７，泰安市档案馆藏。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档号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１９１－０１７，泰安市档案馆藏。

宋杰主编：《聊城地区棉花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９至１７１页。

《张程震同志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７月３１日），档号０００４－００４－２４２－００２，聊城市档案馆藏。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十年巨变———山东在改革开放中前进》，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３页。

《张程震同志在地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８日），档号０００４－００４－２４５－００２，聊城市档案馆藏。

《白如冰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０年１月２日），档号０００６－００３－０５８９－００１，章丘区档案馆藏。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档号Ａ１０１－０８－０１６０－０３１，山东省档案馆藏。



３３３．６１万担①，平均亩产皮棉只有４１斤②。聊城地区率先提出 “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且成效

显著，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促进１９８０年棉花丰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时，全国的棉花生产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这使得国家要拿出有限的外汇储备进口棉花。其中，１９７８
年中国进口棉花１０１９万担，１９７９年进口１０９７．２万担。③ 鉴于当时棉花生产状况，农业部于１９７９年年初向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 《关于棉花生产问题的紧急报告》，“着重汇报了棉农口粮偏低、粮棉比价不合理

等等问题”。④ １９７９年年底，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李先念明确提出：“在集中产棉区，第一位的

任务就是要把棉花生产搞上去”；从明年新棉上市，棉花收购价格 “在现行价基础上，提高１０％，超购加价

３０％的政策不变”，从而，粮棉比价可以大致 “恢复到一九六五年的水平”。⑤ 此外，为解决棉农口粮这一关

键问题，他还专门提出解决棉区粮食问题的三点措施。

山东省皮棉总产１９７９年提高不多，比历史最高水平少２００万担，相较于江苏省１０００万担的产量差距

更大。因而山东省委急于提高棉花产量，并于１９７９年底１９８０年初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棉花生产会议。

李振肯定了 “聊城地区提出‘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口号是正确的”。⑥ 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明确提出

对于集中产棉地区和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向国家提供商品棉”，国家 “不再向植棉队分配粮食征购任务”，

棉农口粮如果不能自给，“由国家按政策保证供应”。⑦ 此外，白如冰强调各级干部要给群众讲清种棉花合

算的问题，“种一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就相当于亩产八百到一千斤粮食”，这样一种粮棉比价 “大体上

是合理的”，因而 “种棉是合算的”。⑧ 这一态度转变，恰恰反映了山东省委依靠政策解决生产难题，即把生

产和农民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８０年１月３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

１号文件的形式发布 《关于加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明确棉区要以棉为主，并强调棉花价格、棉农口粮、

口油、自留棉、油饼返还和奖售化肥等政策规定 “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并确保兑现”。⑨

在新方针的指导下，全省作物布局得到调整。棉田面积原计划由８１４万亩增加到９３０万亩，实际扩种

到１１００万亩以上；棉田由土地质量较差地块调到土地质量较好地块的达２００万亩，植棉县由８２个集中到

６１个。此外，全省也加大了对棉区的支援力度，“棉区化肥供应比上年增长２２．８％，农药增长６５．３％，喷雾

器增长１．５倍”。�10

各个植棉区、县也积极转变思路，比如惠民地区的生产方针改为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全区植

棉面积 “由去年的一百万亩扩大到一百四十万亩”。�11 德州地委强调 “在棉区抓好棉花生产，就是最大的政

治，是第一位的中心任务”。�12 德州地区陵县动作迅速，根据 《大众日报》报道，至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２３
万亩棉花已全部落实到队和地块”。�13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菏泽地区就因为口粮未能自给而仍然不敢大胆

做出调整。菏泽地区１９７９年粮食总产为３４亿９０００万斤，要做到自给，“至少要三十八亿斤粮食，还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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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汇编》，内部资料，１９８０，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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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的缺口”①。地委书记周振兴反复提醒，不管是 “粮棉兼顾，以棉为主”还是 “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

花”，哪一种提法 “都不意味着可以放松粮食的生产”，切不可 “偏到一头去”。② 直至１９８０年５月，菏泽地

委才突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提出：“孤立的抓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有些同志把‘因地制宜，发挥

优势’作为农业的一个指导思想，地委认为是正确的”。③

此外，棉花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新棉种的推广也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山东省１９７９年初在棉花生

产上推行 “五定一奖”责任制，１９８０年逐步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植棉积极性。“鲁棉一

号”于１９７６年繁育成功，在经过初步试验后逐步推广，１９７６年４０余亩，１９７７年１２００多亩，１９７８年５００００
余亩，１９７９年达到１２０多万亩，１９８０年进一步扩大到８６８万亩。④ “鲁棉一号”适合山东气候，具有高产稳

产的特点，提高了棉花单产。

总体而言，植棉区、县响应中央和山东省委方针政策调整，充分发挥传统棉区优势，加之，生产责任制

逐步推行，“鲁棉一号”大范围推广，几个集中产棉区都获得大丰收。聊城地区 “在七九年大丰收的基础

上，八○年总产又增长二倍，达到三百二十三万担”；菏泽、德州两地区 “总产量都超过二百万担，比七九

年增长三倍多”。⑤ 山东省棉花１９８０年总产量 “一千零七十四万担，比上一年增产七百四十一万担，增长

二点二倍”。⑥ １９８０年棉花大丰收提高了全省的人均收入，人民公社人均集体经济分配收入超过１００元，

比１９７９年增加２０元左右，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聊城地区在棉花种植上走在前列，其人均

分配在全省九个地区中，由过去的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高唐县人均分配由上年的４８元猛增到１６３元，

夏津县由４５元增加到１５４元。⑦

三、粮棉矛盾的再度凸显与化解

１９８０年，山东省迎来棉花大丰收。然而，由于自然灾害以及扩种经济作物引发粮田减少，山东省粮食

总产下降，由１９７９年的４９４．４亿公斤减为４７６．８亿公斤。此时山东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保

住１９７９年的棉花产量甚至有所提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不因扩种棉花影响粮食产量。第二个问题得到了

更多注意。

改革开放前，山东省皮棉总产最高的年份是１９７０年，所以，山东省委最初设想到１９８５年前把产量恢

复并稳定在１９７０年的水平，然而１９８０年的棉花大丰收迅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增产幅度之大、范围之

广，确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⑧。恰是由于１９８０年棉花大丰收突然而至，能不能保

住１９８０年的产量并有所提高，人们存在疑虑。而且１９８０年棉花大丰收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气候条件

好，主要表现为光照足，积温多，霜期来得晚，对棉花生长十分有利。有人就认为１９８０年 “棉花大丰收主

要是气候条件好，有极大的偶然性”。⑨ 尽管这一观点并非普遍观点，不过对１９８１年能否达到１９８０年天气

状况，人们普遍没有把握。山东省副省长、省农委主任朱奇民坦言，“今年除了气候条件没有把握之外，其

他条件可以说都比去年好”。�10 但是由于１９８１年国家计划仅要求山东皮棉总产达到６００万担，留有很大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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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兴在全区县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６日），档号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５５２－００１，菏泽市档案馆藏。

《周振兴在全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９日），档号０００９－００１－５５１－００１，菏泽市档案馆

藏。

《在全区县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６日），档号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５５２－００１，菏泽市档案馆藏。

庞居勤、李文炳等：《鲁棉一号》，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页。

《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５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１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２，山东省档案馆藏。

《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５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山东棉花大丰收的调查报告·第二次修改稿》（１９８１年２月），档号Ａ１８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４６，山东省档案馆藏。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１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２，山东省档案馆藏。

《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５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地。所以，总的来说，山东省委并不特别担心棉花产量，而是认为只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

“夺取今年棉花大丰收，是完全可能的”。①

山东省委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不因扩种棉花影响粮食产量。民以食为天，不管如何重视经济作物及多种

经营，面对省内７３００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山东省委不敢放松粮食生产。由于１９８０年粮食减产，征购由

上年的３６．５６亿公斤减为２９．１５亿公斤，然而各方面对粮食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当年的购销逆差达到１０．０８
亿公斤。② 另外，由于１９８０年全国粮食同样减产，粮食问题亦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告诫道：“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

的。”③

鉴于陈云的告诫，又面临着自身粮食不足的问题，１９８１年初，山东省委对粮食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和重视。首先，山东省委强调要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作物，“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作物布局，发

挥优势”，都不能脱离粮食自给这个前提。④ 其次，山东省委认为目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比例基本合理，

应当稳定几年，把主攻方向放在提高单产上⑤。再次，山东省委鼓励鲁西北四区应在搞好棉花生产的同时，

把粮食生产搞上去，逐步做到粮食自给。而且为激励经济作物区农民提高粮食自给水平，山东省委和省政

府决定从１９８１年起，对各地实行 “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的办法，一定三年不变。粮食调出地区，

“上交任务定下以后，生产队再多卖粮食，按议价收购”；粮食调入地区，“在包干调入数之外，不再增

加”。⑥ 最后，山东省委减少了棉农的口粮奖售。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８１年

起，对棉花包购基数以内的，每交售一斤皮棉，奖售标准化肥二斤，超过包购基数的，每收购一斤皮棉奖售

粮食二斤，所需的粮食由中央和省里解决。⑦ 相对于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０年的相关政策规定，这一规定实际减少

了对棉农口粮的奖售力度。

随后，山东省委常委到各地市开展调研，纷纷强调保证粮食面积的问题。白如冰在菏泽强调：“千万千

万不能减少粮田面积，千万千万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不能降下来”。⑧ 秦和珍在聊城强调，“保证粮田面

积，落实措施，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并对聊城棉田面积稳定在２７０万亩表示满意。⑨ 总之，１９８１年上半

年，山东省委总的倾向是限制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保住粮食面积。

１９８１年７月，国务院负责同志到济南召开棉花生产座谈会，对扭转山东省委限制棉花种植面积的做法

起到重要作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棉、油、糖以满足自身需

要。而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要比进口棉、油、糖更为有利。所以，在新的以改革创新为导向的政治生态

下，中央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开放政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谈道：“进口粮食比进口棉、糖，对我

国经济效果好，得利大。”�10１９８０年，中国仍然进口棉花１７９５．２万担�11。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在棉花生产座

谈会上肯定了以进口粮食替代进口棉花的办法，“如果是一斤棉花，国内给二斤粮食，这肯定是非常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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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粮食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７页。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６日），《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８０－２８１
页。

苏毅然：《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３日），陈保民、王珉等编：《情系山东五十年———苏毅然山东工作

纪实》，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０页。

《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５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朱奇民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８１年１月），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７－００１，山东省档案馆藏。

《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５日），档号Ａ１６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３，山东省档案馆藏。

《白如冰在菏泽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６日），档号０００９－００１－５６３－００７，菏泽市档案馆藏。

《秦和珍同志在聊城地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７日），档号０００４－００４－２８７－００５，聊城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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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 其意在提醒山东省不必要担心超购一斤棉花给二斤粮食的政策不能兑现。其实，发展棉花生产对

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所以山东省委也并非不想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现在国务院负责同志明确表示

可以以进口粮食来代替进口棉花，给山东省委吃了一粒 “定心丸”。

此外，１９８１年小麦产量的提高也有助于打消山东省委的顾虑。１９８１年，山东省 “小麦面积比去年减少

二百四十九万亩，总产达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四千万斤，比去年增加十九亿四千万斤”。② 一方面上级保证兑

现棉花超购奖励的粮食，另一方面小麦又获得丰收。因而，省委不再对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加以限制。白

如冰于当年９月到聊城视察，就提出按照内部账，“棉花种五百万亩，收五百万担，粮食种三百万亩，保二

十四亿斤”。③ 相对于当年２月聊城地区提出的２７０万亩植棉面积，这一植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

鲁西北四区粮棉双增产则基本打消了山东省委的顾虑。１９８１年，鲁西北四区成功地做到了以棉促粮，

实现了粮棉双增产。白如冰肯定了鲁西北四区的成绩，“从实际出发，‘以粮保棉，以棉促粮’，较好地发挥

了当地的优势，夺得了粮棉双丰收”。④ 比如聊城地区的棉花面积由１８３．７３万亩扩大到４８９．６５万亩，总产

量由１０４．４６万担扩大到７０２．２５万担；粮食面积由９０９．７５万亩减少到６０９．９６万亩，而总产量并未减少，反

而由１２６２７６０吨增至１６５１７５５吨。⑤ 粮食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因为种棉花收入提高，在土地上

有更多投入，同时也能得到大量棉饼作为肥料。既然鲁西北四区在棉花面积扩大、粮食面积减少的情况

下，粮食产量仍在增加，山东省委自无必要对棉花面积的扩大加以限制。直至１９８４年，山东省委基本未控

制植棉面积。１９８４年山东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２５６８．６万亩，棉花产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３４５０万担。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着力扭转不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山东省着手调整棉花生产

的方针政策。我们注意到，１９７９年棉花方针政策的初步调整并没有能够扭转棉花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

唯有聊城地区在棉花方针政策调整上更进一步，率先突破，当年棉花生产实现大丰收。１９７９年底１９８０年

初，中共中央、山东省委对棉花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与此同时，聊城地区１９７９年棉花大丰收也起到

了示范作用，促使其他植棉区在１９８０年主动适应棉花方针政策的调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山东

省在１９８０年彻底打开了棉花生产的局面。１９８０年粮食减产却又使得粮棉矛盾再度尖锐起来。不过由于中

央的粮食进口政策以及鲁西北四区取得粮棉双丰收的成绩，这一矛盾又很快得到解决。山东省棉花丰收的

局面持续到１９８４年。山东省棉花方针政策调整是全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缩影，其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今

日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转而遵循经济效益优先的务实思路，对粮食增

产和棉花增产均加以充分肯定。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群众在计算植棉还是种粮更合算的基础上，开始

做出自主的选择。山东省委对群众的这些思虑和做法，也持公开提倡态度，给农民群众以更多自主权。这

是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工作思路发生重大转变的极佳诠释。

第二，正确处理好粮棉关系。粮食种植与棉花种植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但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这

在此前过分强调 “以粮为纲”的时代并未被充分意识到。鲁西北四区粮食产量的增长与植棉收入用于购买

肥料及奖售大量棉饼密不可分。因而，不能认为棉花方针政策调整带来棉花面积的扩大就必然挤了粮食。

不过，棉花面积的扩张总有一定的限度，陈云同志提出的 “无粮则乱”的思想必须高度重视。

第三，实事求是地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１９７９年，棉花方针政策调整的力度并不大，但是聊城地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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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聊城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一步，提出了 “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聊城在植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

是靠树典型带来的资源倾斜，而主要靠着干部群众落实植棉政策、先行先试的勇气。当然，典型示范在这

一时期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１９８０年，山东省肯定了聊城地区提出的方针，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总结其

经验，从而迎来了１９８０年的大丰收，使得山东棉花跃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以开放精神适量维持粮食进口。在当时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政治生态下，中共中央选择了灵活务

实的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摒弃过去 “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开始 “每年进口一千

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① 粮食进口的适当增加，并非不重视粮食生产，而是为了因地制宜地促进经济

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山东省委也才更容易抛开过去的很多顾虑，支持干部群众持续扩

大植棉面积，实现棉花生产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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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８日至８月３日）。


